
漢代楚歌悲怨美成因論略

梁 惠敏

漢代楚歌最能感動激發人意的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抒寫悲怨之惰的這類作品。這類作品在

漢代楚歌中的數量最多而最具有代表性與典型性。無論是抒寫生離死別之情還是感發生命短暫、

人生遭際之悲苦，都是自我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 文辭質樸，風格悲諒 從而構成了漢代楚歌“悲

怨"的審美特性。追尋其成因，大致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就淵源而論，漢代楚歌“悲怨"的審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

楚人在其八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楚文化，而楚國音樂則是其中極為耀眼的一

枝奇斑。南楚之音產生於南楚獨特的文化土壞之中 雖然混融了其他音樂文化的元素，卻始終保持

著自己非常鮮明的地域文化特性，隨著歷史的演進變化，楚音可有不同的命名，或謂南音，或謂楚

聲，或謂楚樂，但就其音樂審美的主調而論，總是顯現著“悲怨"的審美特性。漢代抒寫悲怨之情

的楚歌正好保存了這一特性。

據〈呂氏春秋﹒音初〉記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 而巡省南士。塗山氏之女乃令

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猜， 實始作為南音。" (1) {呂氏春秋〉將古代各地

始創的音樂分作“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四大體系，各自代表著一種地域特色和民族特

色。雖然“候人兮猜"的音調無從考索，但想像當時隨意而歌的情形，定然有一種餘音回蕩的悲怨

之感。後來對“南音"有文獻可證者，有左思《吳都賦〉中“登東歌，操南音"之旬， {文選〉李善

注云:“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也。"杜摯〈筋賦〉亦有“吹東魚，動南徵"之句，那麼，五音中

的“徵調"便是南楚之音的突出表現特徵。古人關於宮、商、角、徵、羽五音之論甚多，清人陳漫

〈切韻考〉卷六認為，在音韻學上，“宮"“角"屬平聲，“商"、“徵"、“羽"應為去聲。鄒漢勳〈五

韻論〉認為“徵"聲應歸去聲。“去聲分明衷遠道" 這是音韻學家們的共識。據〈韓非于﹒十過〉

記載:叫晉)平公間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 '{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o'" (2) 那麼，悲哀之音應是南楚之音的主調。所以陳思苓《楚聲

考〉說:“楚聲白靈王創為巫音以來，曲調以淒清為主，此是其顯著特色。其音清之調，系採用清

聲之律。〈樂記〉鄭玄注:清謂褒賓至應鐘，濁謂黃鐘至仲呂。'按〈禮記﹒月令〉白菜賓至應鐘，

含有商、徵、羽三聲，其中又以商聲居首。此三聲既同屬清音，且因變化而產生。〈准南子﹒墜形

訓}:‘變徵生商，變商生羽。'"(3) 證之于〈楚辭}，其〈大招〉云:“伏戲駕辯，楚勞商只。"王逸注

曰:“伏戲，古王者也，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伏戲即伏羲，是楚國古史中的傳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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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看來楚人據伏戲作瑟，而有〈駕辯〉、〈勞商〉之曲。據游國恩先生〈楚辭論文集〉說，“勞商"

為雙聲字，即今“勞騷"怨傷之義。以屈原之《離騷〉為代表，最具有“悲怨"的審美特徵。司馬

遷〈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平正道宜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讓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

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劉視、〈文心雕龍﹒辨騷〉說:“〈離騷〉、

〈九章}，朗麗以衷志。"李臼〈古風五十九〉之一說:“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嚴羽《滄浪詩

話﹒詩評〉卷三十四說:“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演滿襟 然後方識《離騷}o"

前人對《離騷》、《九章》等屈原的作品有比較一致的看法，這就是其“悲怨"的審美特性。漢代楚

歌中最近於〈離騷》的作品是蔡攻的〈胡筋十八拍〉。蔡玫一生的遭際十分悲慘，早年其父蔡且因

上書抨擊朝政獲罪而被流放。過赦後 由於宜官仍然把持朝政 蔡玫隨著父親亡命江湖十二年。結

婚後丈夫早逝，父親被殺，到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蔡玫又為匈奴所揚，後幸被曹操贖回，又與兩

個年幼的兒子天各一方，骨肉分離。蔡玫歸漢後，悲歎自己命運多外，惆悵悲憤，寫下了流傳於世

的〈胡筋十八拍》。詩歌痛心地回憶了自己半生的屈辱歷程，滿腔悲憤地控訴了掠奪者的殘暴，傾

訴出她飽受的屈辱與對家鄉的懷念，尤其是寫她與自己兩個年幼的兒子的分別與思念:“撫抱胡兒

兮泣下沾衣。......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

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極盡淒涼，感人肺晰。宋代范時文《對

床夜話〉評曰:“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曆其苦，詞宣乎心。怨而怒，衷前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

亦必不忍刪之也。"蔡玫歸漢後，思兒之心更切:“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束。苦我

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全詩在悲怨如潮的情境中結束。由於其最近於〈離騷〉

的抒情方式與“悲怨"的審美特性 從而莫定了它在漢代楚歌中壓卷之作的地位。

而最近于宋玉《九辯〉的是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宋二區〈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o ••••• ."劉隸、《文心雕龍﹒辨騷〉所謂:“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迷離

居，則愴快而難懷。"一篇〈九辯}，致使宋玉成為千古悲秋之祖，朱熹在其《楚辭集注〉中深有感

歎道:“秋者，一歲之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時，有似叔世危

邦，主昏政亂，賢智屏氣出，奸凶得志，民貧財匿，不復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議放逐者，感

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僚栗，猶悽愴也。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速望，臨流歎

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漢武帝的《秋風辭〉說:“秋風起兮

白雲飛，草木搖落兮雁南歸。......歡樂極兮衷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它把一代帝王對人生的

感歎融入蕭瑟秋風秋景的描繪中，渲染出一種濃鬱的悲涼之氣。

南楚之音產生於荊楚文化土壤 註定了它悲怨的審美特性。早在在春秋時代 就有楚音多死聲

的說法。《左傳﹒襄公十八年〉載:“晉人間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杜預注云:“歌者吹律以詠南風。南風音微，故日不競。"“南風"即為

楚音，死聲者，哀傷之聲也。

楚人從“筆路藍縷，以做山林"創業開始，在艱苦卓絕，堅忍不拔的創業過程中，逐漸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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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自由而又堅韌的性格，也養成了楚人好勇輕死、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古人從楚人的民族特性

來論述“楚聲"或“南音"的音樂特性，也說得很有道理，如阮籍《樂論〉云:“楚、越之風好勇，

故其俗輕死。......輕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楚人在民族生存競爭的嚴峻環境中，培養出一種威武

剛毅而輕死的民族精神，甚至形成了一種區別于中原之地的“司敗"制度，而這種精神與制度均體

現出楚人精神層面上的另一面，即大寫的兩個字:悲壯。試看屈原《九歌﹒國囑}: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滾。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O

詩中描繪楚國將士誓死血戰的不屈精神 正是楚人好勇、車輕童死的悲壯之歌O 宋人黃伯思《新校〈楚

辭〉序〉云:楚辭

中指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

聲為尚。"楚滅于秦 極為悲壯，因而有楚南公“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悲壯之誓。漢朝取代秦

朝，實乃楚人之功。魯迅先生從秦、楚興亡的歷史文化背來看“楚聲"的音樂特性，實質上說出了

“楚聲"的文化特性。

從秦末大澤鄉起義的陳勝吳廣 到自划烏江的西楚霸王項羽，再到漢朝皇室貴族、後宮繽妃、

王公大臣，他們身上仍然流淌著楚人的文化精神血脈。從項羽的《坡下歌》、武帝之于燕王劉且自殺

之前所作的楚歌、息夫躬的《絕命辭}，直到漢少帝劉辯飲藥而所作〈悲歌〉等等，既有悲壯，也有

悲怨，也有悲憤，更有悲涼。

二、漢代許多楚歌的“悲怨"之聲主要源於政治門事的失敗，所以從某種意義

上說，這類楚歌是政治門事的產物

項羽是一位軍事上此問風雲的英雄，但是他在政治上表現得太幼稚。項羽最後兵敗坡下，山窮

水盡，走投無路而有〈接下歌}，是他在政治門爭中失敗後的無奈抒情。這支歌和“霸王別姬"的故

事，常被作一種愛情意義上的解釋，事實上它是項羽在政治上遭受失敗的最明確最嚴酷的標誌，顯

示著他在短短幾年內登上成功的絕頂而主宰天下，複又墜落失敗的深淵而不能保護一個心愛的女人

的英雄末路的政治悲劇，如此急劇的人生巨變似乎表明個人的自主欲望與外界控制力量相互衝突的

不可迴避，以及由此而產生命運無常的悲觀意識，但就項羽的性格而論， {坡下歌〉是項羽楚漢相爭

這種巨大政治門事失敗後的必然產物。與《接下歌》相呼應的是〈大風歌}，它意在表明劉邦政治上

的勝利，以及勝利後如何鞏固大漢帝國的政治思慮，這種思慮中又蘊含著一個成熟政治家內心的悲

涼之處。政治憂思不僅伴隨他奪取天下，平定叛亂，如漢朝初立之時“諸侯數反 連兵不決"英

布、彭越、韓信等大將先後叛漠，劉氏政權炭炭可危，加上自然災害嚴重，“民失作業，而大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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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白天子不能具醇翩而將相或乘牛車。"(4) 而且自家內部矛盾也

給了他極大的困擾，先是立惠帝為太于，後又以其仁弱欲廢之，意在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而呂

後卻借助于周勃等大臣們的力量保住了惠帝的太子之位，晚年“疾益盛"的劉邦無可奈何，只有與

戚夫人“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一曲〈鴻鵲歌〉把劉邦晚年的悲派心境表現得動人心緒。綜觀漢

世，殘酷的現實政治鬥爭決定了與之相聯繫的漢代楚歌的“悲怨"基調。

繼劉、項之後，劉邦的兒于趙王劉友因被迫娶了自己不愛的呂氏之女，並無感情，喜歡上了另

外的女子而遭呂氏宗族的詩謗陷害，被囚于長安，餓死之前作〈幽歌}: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

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 議女亂國兮上曾不藉。

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 自決中野兮蒼天與宜。

於睦不可悔兮寧早自賊 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

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

這首《幽歌〉似乎是與婚戀有闕，其實質則是呂後借聯姻而鞏固自己的政治根基所造成的悲劇結

果;戚夫人被囚于永巷而有〈春歌}，已是品嘗了宮廷政治鬥爭的失敗的苦果，也是後來成為“人

歲"慘遭殺害的前兆;武帝之子燕王劉且在昭帝時謀反被告發， 自殺。死前作歌曰:“歸空城兮狗

不吠，雞不嗚。橫術之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確實淒慘悲涼;漢昭帝時，廣陵王劉胥因謀反被誅，

死前也曾作歌"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面對死亡，竭力安慰自我;還有息

夫躬的《絕命辭}，息夫躬於漢衷帝時入仕， {漢書〉本傳說他“數危吉高論，自恐遭害"而有〈絕

命辭〉。或因拒絕政治聯姻而被囚，或因政治鬥爭失敗而自殺或被殺，或因生命的孤立無助而自認

絕命等等。審視漢代抒寫人生遭際悲苦的楚歌大多是與其政治門爭聯繫在一起。尤其是王室內部爭

奪權力的鬥爭充滿了你死我活的血腥與殘酷。儘管以莊子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們論述過“齊生死"、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類有關生死的著名哲學論斷，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其失敗的一方在生

死關頭，總是發出生命絕望的悲號，使千載之後的讀者讀之無不充滿同情與悲憫。高帝之子趙王劉

友、武帝之于燕王劉旦、漢衷帝時的息夫躬、少帝劉辯等等人物，用楚歌表達生命最後的悲歌，表

達出對死亡、苦難和外界的壓力的抗爭本能 不僅向我們揭示了漢王室內部鬥爭的殘酷性，也進一

步證明瞭恩格斯的論斷:“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情欲一一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

展的枉杆，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

(5) 而且從詩歌發展史的角度看，這類楚歌突破了先秦貴族推崇雅詩的創作傳統，去莊嚴典雅而為直

抒胸臆;去倫理教化而直接表達心中之喜怒哀樂。尤其在生命即將結束之時，面對死亡，用楚歌這

種藝術形式，表達對人生對社會的強烈感受，特別感動人意，這也就是楚歌具有特別讓人感動而生

悲憫之情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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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音“以悲為美"形成的原因之一，與楚地巫風盛行有關

據《國語﹒楚語下〉記載，早在遠古時代，“九黎亂德，民神雜蝶，不可方物。"可見楚地巫風

盛行時間之早。西周與東周時代，又受殷商文化影響，愈演愈熾(心，故王逸〈楚辭章句〉云:“昔楚

國南部之臣，況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屈見俗人

祭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尚書〉有盲:“敢有恆舞於宮，醋歌於室，時

謂巫風。"按孔穎達疏:“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親之風俗也。"因此，楚人“以悲為美"的審美

傾向不僅與楚人悲壯的奮門歷程有關 與屈原、宋玉等人因個人的不幸人生經歷而著楚辭有闕，同

時也與楚地之巫文化有著必然的聯繫。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在其〈神女之探尋〉中認為，楚地

的音樂作品中一種哀怨憂鬱的情調:

而這種哀怨憂鬱的情調，可能源于巫術傳統賦予祭神樂歌的那種憂鬱、失意的特殊音調。這

種樂歌是巫師們唱給萍蹤不定、朝雲暮雨的神祇們聽的。然而這種哀怨憂鬱的情調的構成中，

也融進了其他世俗、純文學的成份。 (7)

正因為楚音為悲傷之聲，故宜於成為楚地的喪葬之歌。宋玉《對楚王間〉云:

客有歌於郭中者，其始日〈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為《阿陽} {建露}，

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為《陽春} {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

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宋玉在此把楚國的歌曲分為四類，僅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歌唱難度最大的是“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之類的歌曲。又據〈漢書﹒田延年傳〉引孟康注云:“死者歸窩里，葬地下，故日下里。"方東

樹〈昭昧詹吉〉云:“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產露〉衷君， {窩里〉衷臣，亦有次第。"崔

豹〈古今注〉亦云:“〈蓮露〉、〈窩里〉並喪歌也......言人命如撞上露 易時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

乎窩里，故有二章。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產露〉送王公貴人， {窩里〉送士大夫庶人。使

挽根者歌之，世呼為挽歌。" {樂府詩集﹒清商曲辭〉解釋〈陽春》之曲云:“《陽春〉所從來亦遠矣。

〈樂府解題〉曰: '{陽春}，傷也。， "宋玉列舉的四類歌曲是喪葬之歌，其音調悲傷哀惋，四類歌曲

有等級差異，主要是根據死者的身份、地位、等級的不同，選擇不同的喪歌來表達對死者的哀悼之

情。從“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的音調來看 與李善所謂“南音徵引也"的衷傷特點相符合。

楚地的《下里〉、〈建露〉、〈陽春〉之類的喪葬之歌，作為一種衷悼死者，以表達哀傷之情的形

式，並非如後世民風民俗純粹儀式性的特徵 它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 楚人用於喪葬時的音樂形

式，可以用蘇珊﹒朗格關於音樂的音調結構中的一段論述來作說明:

音樂的音調結構，與人類的情感形式一一增強與減弱，流動與休止 衝突與解決以及加速、

抑制、極度興奮、平緩和微妙的激發、夢的消失等等形式一一在邏輯上有著驚人的一致。這種

一致恐怕不是單純的喜悅與悲哀，而是與二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 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

事物的強度、簡潔和永恆流動的一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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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楚歌“悲怨"的審美特性亦與這種喪葬之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史記﹒鋒侯周勃世家〉記

載周勃“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解曰:“以樂喪家，若徘優。"瑣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

也。"。)周勃年輕的時候就常為人吹簫奏樂 可見漢代就流行喪葬之樂與歌 梁代劉昭《續漢書﹒五

行志注》引東漢應劫《風俗通義》說:“靈帝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壘。酒醋之後，續以挽歌。

魁壘喪家之樂;挽歌，執綁相偶和之者。"(10) 婚慶嘉會上，在酒醋之後，居然唱挽歌，奏喪家之樂。

今天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卻在漢代的京師竟是事實 可見漢人崇尚“悲怨"之美的風尚。並

且這種風習一直影響到魏晉士人的審美態度 據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云:“張湛好於齋前種松

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劉孝標注:“〈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

有《行路難》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旬，婉其節制。每因酒醋，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

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而繼之，時人謂之三絕。"(1l) 對此種風習

的流行， (晉書﹒禮志》土引述摯虞的話作解釋道:“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衷，此

亦以感眾o ••.•.• (詩〉稱‘君于作歌，惟以告衷以歌為名，亦無所嫌。"(也)因唱挽歌，可以感動

眾人，故而無所避嫌，可見當時文人士大夫喜唱挽歌的流風所致。直至整個唐代文人士大夫，也受

到了這種風習的影響如孫榮的〈北裹志》記載:“顏令賓，南曲佼也，......病甚。......邀新及第郎

君及舉人數輩，張樂歡飲。至暮，涕酒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送我。'得數首。及死，有劉

驅驅者，能為曲子辭，因取其辭，教挽框者前唱之，聲甚悲愴，痺青門外。白是盛傳于長安，挽者

多唱之。" (13)唐代文人士大夫唱挽歌不僅僅是為了朋友之情而弔喪，更是為了娛樂眾賓客，以至於睡

事增華，有舒無慘。

馬恆君先生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衷;強怒者雖嚴不

威;強親者雖笑不和。"(14) 以“悲怨"為審美特性的楚歌，有著一種特別真摯的情感，有著一種特

別深沉而悠遠的韻味，既沒有哭天搶地的衷嚎，也沒有痛心疾首的悲嘯，它始終以其舒緩而深沉的

情調抒發著內心無可抑止的傷痛和絕望 這種經過節制、內聚而獲得昇華的情感，最適合於楚歌這

種藝術形式來表達。這也就是自先秦楚歌異於中夏之《育的的“楚風"的藝術魅力之所在。有人曾

以漢賦、漢畫論秦、漠的文化特點之區別云:“世人多吉秦漢，殊不知秦所以結束三代文化，故凡秦

之文獻，雖至始皇力求變革，終屬於周之系統也。至漢則煥然一新，迴然與周異趣者，孰使之然?

吾敢斷盲其受‘楚風，之影響無疑。漢賦源于楚騷，漢畫亦莫不源于‘楚風，也。何謂楚風，即別

於三代之嚴格圖案式，而無氣韻生動之作風也。" (1日其詩之有異於三代而最具楚風者，非此類楚歌莫

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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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呂氏春秋﹒音初)，第58頁， (諸于集成》第六冊，中華書局， 1956年。

(2) 、〈韓非子﹒十過)，第43頁， (諸子集成〉第五冊，中華書局， 1956年。

(3) 、陳思苓《楚聲考)， (文學雜誌〉第三卷第二期， 1948年。

(4) 、《二十五史》第1冊， (漢書﹒食貨志》第1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年版。

(5)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

233頁，人民出版社， 1972年。

(6) 、參見本人抽著〈楚辭影響史論〉第32-39頁，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7) 、莫蠣鋒編《神女的探尋》中譯本 第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8)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第3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9) 、〈二十五史〉第1冊， (史記﹒絆侯周勃世家〉第2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年。

(10) 、參見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 1981年。

(11)、《晉書〉卷八袁山松本傳有相同的記載。參見劉義慶〈世說新語》第406頁，中華書局，

1984年。

(12) 、《二十五史》第2冊， (晉書﹒禮志中〉第7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年。

(13) 、轉引自任半塘〈唐聲詩〉上編，第4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14) 、馬恆君《莊子正宗)，第374頁，華夏出版社， 2007年。

(15) 、《鄧以蟄全集〉第281頁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年。

(長江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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